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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情期間諮商心理師的通訊諮商經驗 
 

葉寶玲＊、蔡佳容、簡文英 

 

本研究旨從諮商心理師角度了解 2020 年 4 至 8 月 COVID-19 疫情期間，

使用通訊諮商的狀況及對通訊諮商的觀點。本研究為質性研究，採取建構取向

之紮根理論方法分析資料。以台灣北、中、南部諮商心理師為對象，合計 15

位諮商心理師皆接受半結構深度訪談，訪談錄音經轉謄逐字稿再進行編碼後撰

寫研究結果。結果歸納為三個主題：(1)疫情期間通訊諮商過程：包括通訊諮

商前針對諮商場地適切性、知後同意的處理、危機評估與篩檢等面向之準備，

以及進行通訊諮商有別於面對面諮商之處遇調整，如諮商技術適當調整、增加

輔助效果策略、更加強調觀察能力、時間架構更加精準、沉默的感受被放大，

還有關係互動模式微調；(2)疫情期間通訊諮商的特性：包括諮商內容與疫情

新生活型態有關連、疫情使案量及案源產生調整及多元性、疫情促使線上線下

諮商方式形成混搭、疫情促進各類通訊平台被交互選用與發展、諮商效果受網

路穩定性和通訊設備所牽制、更加強調空間私密與資訊傳輸安全、伴有危機處

理和通報責任歸屬疑慮和壓力；(3)發展通訊諮商的態度和期待：諮商師對通

訊諮商的態度是在正向與猶豫間建構個人立場，並且期待成立專業組織修訂法

規和培育人才、迎接海外華人及跨國個案的挑戰、期待建置科技跨域研發和資

料庫資源平台、凖備迎接海外華人及跨國個案的挑戰。整體而言，本研究之貢

獻在於揭露疫情期間通訊諮商實務的過程及特性，呈現目前諮商心理師對通訊

諮商之態度及期待。在網路諮商發展為合法的通訊諮商的潮流中，本研究在了

解現況之際，同時突顯通訊諮商存在的價值及重要性，也為通訊諮商的發展提

供前瞻性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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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Counseling Experiences of Counselo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ao-Ling Yeh＊, Chia-Jung Tsai, & Wen-Ying Chien 

 

This research aimed at understanding counselors’ tele-counseling experien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from April to August 2020. This was a qualitative study. A total of 

15 participants were selected from counselors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transcribed verbatim, the data was coded and 

analyzed based on constructive grounded theory. 

Three themes emerged an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The process of tele-counseling 

during the pandemic: preparation for counseling location, informed consent, crisis 

evaluation and screening before tele-counseling; intervention adjustmen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ele-counseling and the face-to-face counseling, such as the adjustment of 

counseling skills, applying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 more emphasis on 

observation ability, more precise time structure, amplified silence feelings, and fine-tuning 

of relationship interaction mode.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le-counseling during the 

pandemic: counseling content was related to the new lifestyle of the pandemic; the 

pandemic caused the adjustment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case volume and source; the 

pandemic prompted the formation of a mashup of online and offline counseling methods; 

the pandemic promoted the interactive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the counseling effect was constrained by network stability and 

equipment; there was more emphasis on space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ecurity; there were doubts and pressure on crisis handling and reporting responsibilities. 3) 
                                                           
＊ Pao-Ling Yeh: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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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 and expectation on tele-counseling development: the counselors’ attitude towards 

tele-counseling was to construct a personal position between positive and hesitant; 

counselors were expected to establish a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to revise regulations and 

cultivate talents; counselors were expected to build a technology cross-dom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nd database resource platform; counselors were prepare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cases from overseas Chinese and foreign countries. 

Overall,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ose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ele-counseling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to present the current attitudes and expectations 

of counselors on tele-counseling. In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ing online counseling into 

legitimate tele-counseling, this study highlighted the value and importance of 

tele-counseling, and provided prospective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le-counseling. 

 

Keywords: counseling service, COVID-19, tele-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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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情期間諮商心理師的通訊諮商經驗 
 

葉寶玲、蔡佳容、簡文英 

 

壹、前言 

 

臺灣在經歷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重

大傳染疾病後，又遭逢「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 Coronavirus Disease-2019, 

COVID-19）這個全球性的災難，目前也仍在進展中，國內外相關研究也陸續進行中。

楊平和、徐月君與邵金鳳（2020）、Braus 與 Morton（2020）、Rosen、Glassman 與 Morland

（2020）等均發現，COVID-19 造成人們憂鬱、焦慮、恐慌、複雜性悲傷及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PTSD）等症狀，對身心健康持續影響，甚至可能威脅生命。然而為防堵

疫情，維持社交距離，減少人際接觸，卻造成疏離和情緒隔離現象（Yip & Chau, 2020），

疫情下人們的身心壓力和人際行為的改變對心理治療工作帶來獨特的挑戰，尤其是服

務方式更需思考彈性調整。 

疫情為通訊諮商的應用與發展創造了空前的良機，一方面網路的普及和資訊科技

的進步早已讓通訊的使用緊密融入民眾日常生活中，再加上各國各地政府的防疫政策

普遍要求各類服務必須大幅降低各類人與人之間的實質接觸，同時滿足這些條件規範

的通訊諮商服務自然如雨後春筍般順勢高度成長與開發。另一方面，COVID-19 疫情

的失控焦慮感也給心理服務帶來獨特的需求，群聚感染的爆發事件和社區裡隱形傳播

鏈風險讓人們身心暴露在威脅感中，而 24 小時不間斷的新聞媒體報導也持續製造和

傳送焦慮感。疫情下導致封城或鎖國時有所聞，社交孤立隔離、疾病死亡、經濟困難

等情況讓心理安全和社會支持面臨逐漸崩解，支持性危機諮商與心理健康處遇的需求

順勢提高，通訊諮商服務形式在這個艱難的時刻適時提供了社交與連結的心理補償。 

電信通訊（Tele-Communication）的 tele 表示遠距，使用通訊一詞於諮商中，稱

為通訊諮商（tele-counseling）。通訊諮商指有距離之下，運用視覺連結或電信媒體進

行諮商，以克服地理與時間對心理服務的阻礙，減少交通時間，更容易安排行程，也

更加隱密，減少汙名化，最終能減少諮商求助的障礙（Rosen et al., 2020）。這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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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諮商服務得以延伸到偏遠而難以抵達的地區，對於生理或心理因素無法離家遠行接

受服務者而言，是個新選擇（Layne & Hohenshil, 2005）。 

通訊諮商之起源可追溯自 1960 年代電腦科技被應用到心理治療或心理測驗

（Colby, Watt, & Gilbert, 1966；Kraus, Zack, & Stricker, 2004）。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0 年調查發現，已有 76%會員正提供通訊諮商服務

（Weinberg, 2020）。可以想像通訊諮商在未來將受到更多的運用（Casline, Tawfik, 

Brodar, Patel, & Tarlow, 2021；Madigan, Racine, Cooke, & Korczak, 2021）。 

1990 年後，國內也於張老師基金會、數所大學內研究室與諮商中心、心靈園地、

生命線逐漸出現通訊諮商服務（文美華、王智弘、陳慶福，2009）。國內自 1996 年至

2020 年之間發表的文獻，對這類服務皆稱呼為網路諮商。因衛生福利部（2020）在《心

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參考原則》採用「通訊諮商」一詞，故在本研究

中將以通訊諮商一詞統稱。 

目前在實務工作現場執行通訊諮商的諮商心理師並無足夠的實徵性研究可參

考，多依賴自己的想法去摸索和因應。通訊諮商的發展不僅是政界與實務界要積極建

構通訊諮商立法與操作方式，研究也需加緊腳步，此乃本研究主要動機。綜上所述，

本研究主要從諮商心理師（以下簡稱諮商師）角度了解 COVID-19 疫情期間，其使用

通訊諮商的狀況及對通訊諮商的觀點。期待本研究對未來國內通訊諮商的發展能更增

加一份助力。 

 

貳、文獻探討 

 

一、國內外通訊諮商發展概況 

（一）通訊諮商媒介種類多，隨科技發展轉移使用的形式 

早期的通訊諮商實施以電子郵件的文字形式和聊天室為主，未來預料將增加視訊

會議的使用（Ainsworth, 2001；Heinlen, Welfel, Richmond, & Rak, 2003）。例如 Maheu

與 Gordon （2000）分析 56 個有證照治療師的問卷發現，有 82%採用電子郵件，而

僅 18%進行通訊諮商。Layne 與 Hohenshil（2005）以問卷調查 44 個線上心理治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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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發現，84%使用電子郵件方式進行治療，48%提供聊天室，11%則使用視訊治療。

國內學者王智弘、林清文、劉淑慧、楊淳斐、蕭宜綾（2008）調查 178 位實務工作者

發現，網路諮商主要型態是聊天室，而且社區提供百分比（33.3%）多於學校（8.3%）。 

近五年，通訊諮商再度隨科技發展轉移使用形式，如 Glueckauf 等人（2018）調

查 164 位心理師的研究發現 63%使用家內電話，51%手機，38%使用電子郵件。雖然

只有 26%使用視訊會議，但有 73%認為視訊會議是一個有用的通訊諮商工具，卻也有

75%對使用通訊諮商有一點自信或完全沒有自信。 

（二）通訊諮商法規逐步修訂，以讓專業人員有所依循 

美國在 2005 年之前，相關心理諮商專業學會已經出版過通訊諮商的指引，例如

美國諮商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於 1999、2005 年出版，美國

國家諮商師證照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Certified counselors [NBCC]）於 1998、2001

及 2005 年出版，APA 則於 1992 及 2002 年均出版過線上心理治療指引與倫理規範守

則。美國諮商學會（2005）在倫理守則中對於科技輔助服務、科技的衡鑑，訂定運用

科技工具進行諮商服務的倫理守則。美國國家諮商師證照委員會（2005）的倫理實務

標準包含諮商關係、保密性及法律考量、執照、證書等部分。 

除了政府或專業組織提出規範之外，國外亦有網站自行訂定。McAdams 與 Wyatt

（2010）調查 46 個諮商官方網站資訊，其中 13%對遠距諮商有做規範，遠距諮商需

要有七方面的規範，主要是主張遠距諮商是一項專業，有別於傳統諮商與督導，主張

有所限制，需要有證照執業，需要受過訓練，需要知後同意中說明風險，在全國性倫

理守則中訂定通訊諮商倫理。 

國內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曾於 2001 年在諮商專業倫理守則第八項內，新增網路

諮商倫理標準，分別為資格能力、知後同意、網路安全、避免傷害、法律與倫理管轄

權、轉介服務與普及服務七項（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01）。衛生福利部於 2018 年

擬定《通訊診察治療辦法》（2018），在第一波 COVID-19 開始的 2019 年，進一步頒

布《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參考原則》（衛生福利部，2020），心理諮

商所可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准後進行通訊諮商，經過主管機關核准可以在服務機構內，

對功能較佳的成人個案進行通訊諮商，為疫情時無法面對面進行心理諮商之困境提供

一個依據和法源。自此國內始開放遠距心理諮商服務，讓台灣的通訊諮商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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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與諮商組織成立，促進通訊諮商發展 

在疫情期間，美國聯邦醫療保險暨補助服務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CMS〕）將原本嚴格的遠距醫療規則放寬，不需要限定在原來執業

場所提供服務，可以在家中透過 FaceTime、Skype 等其他會議軟體或平台進行服務。

有些州甚至同意僅有聲音而無影像的服務仍可申請保險費用（Wehrwein, 2020）。 

台灣在 20 年內經歷兩次重大傳染病疫情，政府部門與相關組織接續動員展開心

理衛生服務，也推進通訊諮商的發展進度。2003 年 SARS 期間，正值心理師法立法通

過，各縣市諮商心理師公會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未有機會

全面推動應變，乃是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委託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建置「校園危機處理

與 SARS 心理輔導資訊網」，加上行政院衛生署建置「社區心理衛生危機處理與 SARS

心理健康諮詢網」，推出電子郵件網路專家系統與遠距諮商服務（李偉斌、陳慶福、

王智弘，2008）。 

衛生福利部頒佈的《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參考原則》（衛生福

利部，2020），讓臺灣的通訊諮商合法化，大力推進了通訊諮商的發展。今年各行業

紛紛研商策略以因應 COVID-19 危機，心理諮商專業亦不例外，也加入臺灣防疫作戰。

由全國 12 縣市地方公會組成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20）

自 2020 年 2 月至今，於網站上設置防疫專區，提供民眾了解如何自我照顧與安頓身

心之資訊。2021 年於疫情嚴峻之際，更推出「心宅配，心生活」心理健康專業資源服

務。 

（四）對通訊諮商的定位及態度仍未有共識 

但目前通訊諮商的定位仍不明。美國國家諮商師證照委員會（NBCC）將諮商分

為面對面（face-to-face）與科技輔助遠距諮商（technology-assisted distance counseling）

兩類（NBCC, 2001）。科技輔助遠距諮商又分成同步與非同步遠距諮商。同步科技輔

助遠距諮商包含文字諮商、視訊諮商及電話諮商。NBCC 的觀點將通訊諮商納入諮商

項目之一。但是，亦有 Heinlen 等人（2003）認為通訊諮商並不等同於面對面諮商，

需要在廣告時強調限制提供給嚴重的個案。McAdams 與 Wyatt（2010）強調遠距諮商

屬於一項專業，本質與傳統諮商有別，因此建議需要在一般諮商養成訓練之外，另外

接受專業訓練，也認為需要另外設立通訊諮商師專業證照，才能合法執業。Gluecka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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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2018）也提出質疑，究竟通訊諮商是諮商的選擇之一；還是另一門次專業，需

要核心能力的認定，接受訓練後擁有單獨的證照？ 

然而 Alleman（2002）認為線上諮商並不會威脅面對面諮商，主張讓二者相輔相

成發展。Daele 等人（2020）也持相同觀點，認為通訊諮商是輔助或在無法面對面進

行時使用。Connolly、Miller、Lindsay 與 Bauer（2020）認為即使通訊諮商目前尚有很

多限制存在，但是從面對面治療（face-to-face）轉變為使用各種線上治療方式（online 

psychotherapy）的通訊諮商之專業人員多數仍抱持正向態度，同時也發現過去有通訊

諮商經驗者比較能接受通訊諮商，亦即使用通訊諮商經驗增加，接受度也會增加。

MacMullin、Jerry 與 Cook（2020）也有類似發現，即疫情提高使用通訊諮商的頻率，

專業人員使用通訊諮商頻率越高，對通訊諮商越有自信也更習慣使用。該研究同時發

現使用通訊諮商時會面臨到以下課題，包括治療師的責任、個案的信任、治療師的自

信心、治療師對訊息的信任、通訊造成的不真實感問題等。Stewart、Young、Wallace、

Cohen 與 Arellano（2020）透過執行兒童青少年遠距外展方案的經驗指出通訊諮商需

要考量個案安全以及視訊軟體設備、技術及網路問題。 

Bekes 與 Doorn（2020）調查疫情期間 145 個有照及受訓中的治療師，也發現治

療師對通訊諮商的態度是受到治療規則、治療學派與臨床專業經驗、過去是否有線上

治療經驗、面對面轉換為線上的經驗以及地區所影響。過去有線上治療經驗的治療師

認為其個案態度較為正向。諮商學派也影響對通訊諮商的態度，認知行為治療取向治

療師比心理動力取向者較正向態度。研究也發現，對線上治療抱持較負向態度的治療

師，治療過程較感受到疲倦、無能與缺乏自信、缺乏連結以及不真實感。Madigan 等

人（2021）提及雖然臨床工作者對通訊諮商抱著正向態度，但是受到通訊諮商建立關

係的挑戰、威脅保密與隱私及付費等障礙影響，容易降低對通訊諮商的熱忱。因此，

期待專業人員與個案都能在疫情之後還是正向看待通訊諮商，但其強調通訊諮商並非

適合所有的個案。 

二、通訊諮商現況之相關研究 

（一）通訊諮商對象 

從年齡來看，究竟是哪個發展階段個案較常使用通訊諮商呢？國內調查發現，網

路諮商的使用者中青少年約佔了一大半，19 至 30 歲約佔六成（張德聰、黃正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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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但是，Glueckauf 等人（2018）卻發現，通訊諮商使用最多的對象其實是 21

至 64 歲成人（55%），其次才是青少年（12%）、老人（9%），兒童則較少（3%）。Glueckauf

等人（2018）發現，性別上，男性個案使用遠距治療較多。從學歷來看，通訊諮商個

案以高學歷者偏多。 

（二）通訊諮商效果 

目前多數文獻都發現通訊諮商的效果其實與面對面諮商並無顯著差異。例如 Day

與 Schneider（2002）比較個案接受認知行為治療的效果差異，將個案隨機分配至使用

面對面、視訊和無畫面音訊三種進行方式，該研究結果發現三者並無顯著差異。

Morgan、Patrick 與 Magaletta（2008）比較通訊諮商與面對面諮商的介入效果，也發

現無明顯差異。Murphy 等人（2009）進行線上治療與面對面治療個案滿意度與結果

比較，亦發現並無差異。國內學者許維素、吳肇元、陳宇芬（2010）比較使用電子郵

件與即時視訊網路諮商前後工作同盟、諮商師效能與諮商滿意度，發現二者並無顯著

差異。 

（三）通訊諮商理論學派 

目前已有多篇運用不同理論學派的通訊諮商相關研究，而其理論學派的選用上認

知行為取向與心理分析取向的相關研究佔有較高比例。認知行為取向的相關研究例如

張勻銘和王智弘（2009）曾讓憂鬱個案接受認知治療網路即時諮商，認為網路諮商具

有隱匿性、放鬆、自我揭露增加、文字溝通可延長思考時間等特性，其優點是個案可

因應文字溝通方法，免去交通往返之時間金錢花費，個案對環境熟悉，行動和穿著打

扮更自由，增加另一種服務的可能，但是缺點是缺乏現實感和易受干擾。 

Forsell 等人（2020）為憂鬱、恐慌與社交焦慮的個案進行 12 週的線上認知行為

治療，發現 5 至 6 週即可達到治療效果。Stewart 等人（2020）對 7 至 18 歲兒童青少

年以一週一次遠距視訊會議方式進行創傷為焦點的認知行為治療（Trauma-focused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TF-CBT），研究發現有高達 96.8%參與者在接受處遇後未

達診斷標準，顯示該通訊諮商方式對 PTSD 兒童青少年可行且有效。但他們提到遭遇

到的設備技術問題如視訊會議軟體困難導致延遲開始治療，連線問題延遲，當機，需

要備份或額外預留時間。心理分析取向的通訊諮商也已累積多篇相關研究（Beutel、

Bohme、Banerjee & Zwerenz, 2018；Johansson et al., 2017；Wolson, 2021）。Beutel 等

人參考 Luborsky 的核心衝突關係主題治療，提供兩個個案線上調整版的支持與表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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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個案每週回答三個問題，寫在日記上，過程仍維持、時間與匿名界線。Johannsson

等人提供社交焦慮症個案 10 週線上心理動力治療，結果發現有顯著改善。Wolson

（2021）分析線上進行心理分析的優缺點，認為線上可能個案不容易出現退化，提醒

雖然兒童期創傷個案可以進行，但是目前疫情下接觸自戀個案可能有危險。此外，也

注意到因為轉為線上使用手機，個案可能不想回到面對面，希望一直實現夢想讓分析

師在手機內陪伴在身邊。線上其他學派進行諮商的尚有敘事治療網路諮商（彭信陽，

2009），或焦點解決網路即時諮商（許維素、鄭惠君、陳宇芬，2007）。 

另一方面，也發現有學者自行研發出新的治療方式，如短期和一次單元的治療

（Davis, Ollendick, & Ost, 2019）、視訊心理治療（Berryhill et al., 2019）。國內學者張

勻銘、王智弘、陳彥如、楊淳斐（2012）也發展出一個融入焦點解決、敘事治療、意

義治療、個人中心治療、黃帝內經三藥綜合觀點的一次單元網路諮商。 

由前述整理可知，傳統面對面諮商所適用之理論，在改為通訊諮商方式實施後不

只是原理論需要彈性和創意地調整，也需要重新建構新興的通訊諮商理論模式以搭配

新的工作方式。 

三、通訊諮商待克服的難題 

通訊諮商是結合科技的專業產物，使用資訊科技設備的過程中常遭遇難題，雖然

這些年拜科技進步已有許多進展。但現今仍有許多未能解決的困難存在。進行通訊諮

商的阻礙主要可分為資訊網路軟硬體設備技術和人員準備度。 

（一）資訊網路軟硬體設備技術問題仍須克服 

資訊軟硬體和網路設備技術是諮商結合科技必須要克服的問題，而這部分也和倫

理議題密不可分。例如，網路斷線造成影像中斷（MacMullin et al., 2020），視訊會議

軟體困難導致延遲開始治療，連線問題延遲、當機，需要備份或額外預留時間（Stewart 

et al., 2020），或是付費與記錄的安全問題（Heinlen et al., 2003；Maheu & Gordon, 

2000）。 

資訊網路硬體設備的問題會直接影響通訊諮商的介入。在通訊諮商的架構中，心

理治療環境因從實體轉到螢幕，而變得較不理想，通訊諮商個案常常不容易找到私人

空間和有足夠時間不受干擾的進行諮商（Daele et al., 2020）。Wolson（2021）認為通

訊治療有時會遇到影像中斷或被電話插入，因此需要準備備用電腦。此外，治療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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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 alliance）可能因遠距諮商下諮商心理師與案主身處不同地點，或受限於

螢幕上不易掌握個案的情緒，以及文字傳輸影響判斷而受影響（彭信陽，2009）。還

有，電子媒體造成無法全面接觸當事人的非語言線索，因此危機案主的風險提高。電

子傳輸案主資料的保密性也成問題（McAdams, & Wyatt, 2010；Maheu & Gordon, 2000； 

Turner, Alicia, Kivlahan, & Haselkorn, 2014）。 

（二）人員訓練和準備度亦須克服 

人員準備度的阻礙可分為諮商師與個案。諮商師方面，缺乏通訊諮商專業訓練或

課程是重要阻礙之一（文美華等人，2009；王智弘等人，2008； Kenny & McEachern, 

2004；MacMullin et al., 2020）。因此，許多諮商師與個案對於使用通訊諮商服務的流

程和技術感到陌生，仍繼續沿用傳統諮商技術或是自行摸索微幅調整。Weinberg（2020）

曾指出當團體諮商轉移到螢幕上進行時，會遭遇到損及處遇架構、損及五官感受環境

的狀況，且治療師較容易忽略團體中螢幕上的小事件意義，治療師需要以更多自我揭

露和使用想像作為因應。 

個案方面，個案的特性成為通訊諮商評估的重要流程，涉及個案採用通訊諮商的

受益性與安全疑慮（Layne & Hohenshil, 2005；Stewart et al., 2020）。MacMullin 等人

（2020）發現治療師的責任、個案的信任、治療師的自信心、治療師對訊息的信任、

通訊造成的不真實感等課題是使用通訊諮商時需要進一步謹慎思考的。 

（三）個案資料安全與隱私也須克服 

通訊諮商具有許多優點，但其主要缺點在於隱私、保密與資料安全的問題

（Schwartzman & Boswell, 2020）。Macmullin 等人（2020）的研究指出有些平台使用

通訊諮商但卻無法做到維護資料安全。王智弘等人（2008）曾提醒駭客、病毒、軟硬

體安全設計、資料管理安全程序等網路安全顧慮是通訊諮商服務遭遇的重要問題。

Altvater、Singer 與 Gil（2018）研究發現，線上諮商面對數位保密（digital confidentiality)

不足與未交代線上資訊會被如何使用等問題已涉及個案的安全與隱私，亦突顯科技運

用到心理治療產生的風險。個案資料安全與隱私成為通訊諮商評估的重要流程，涉及

個案採用通訊諮商的受益性與安全疑慮（Layne & Hohenshil, 2005；Stewart et al., 

2020）。 

通訊諮商個案的隱私是指需限制接觸、儲存、備份、保管、使用或傳輸個案資訊

或記錄的對象，無論該資訊是書面或電子形式。例如，應建立機構離職者終止接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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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資料的程序。通訊諮商的隱私安全包含行政、身體、電腦軟硬體與技術上的資訊防

護。例如，機構通訊諮商的安全計畫中應考量強化數位資安防禦，建立完善電腦系統

防毒防護設施以避免惡意軟體侵害（Hecker & Edwards, 2014）。 

疫情期間進行治療，治療師和個案都面臨難以擁有不受干擾的隱私空間（private 

space）之困難。Daele 等人（2020）認為通訊諮商比起傳統上在諮商室進行的面對面

諮商，更需考量諮商空間環境的安全性與隱私性。通訊諮商在虛擬的諮商空間環境下

進行，個案與諮商師雙方的衣著和所在環境都會暴露在對方螢幕上，許多個人隱私資

訊因而無意中外洩。因此執行通訊諮商時宜準備合適且具私密性的空間環境，這是確

保談話保密與隱私性的重要環節（Rosen et al., 2020）。 

 

參、研究方法 

 

一、質性研究取向 

本研究使用由 Glaser 與 Strauss（1967）之紮根理論修正而來的建構取向紮根理論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Charmaz, 2014）作為資料分析方法。建構取向紮根

理論方法是傳統實證主義與解釋取向之間的橋樑，是一個有效從資料中發現新概念的

分析程序。由於通訊諮商研究需要建構微觀與行動導向的思考架構，建構取向紮根理

論可以協助抓住敏感性概念，從通訊諮商經驗中建構知識，解釋複雜的通訊諮商現象。 

紮根理論方法編碼過程的重要原則是理論抽樣、理論敏感、持續比較法。本研究

中受訪者對象及數量除依據理論抽樣，也考量研究資源和研究者時間精力而決定結束

抽樣。理論觸覺在研究過程逐漸成形，研究初期可能忽視或遺漏重要事件，在分析過

程發展新見解後又回到舊資料編碼。本研究將編碼與先前編碼中的字詞或片語持續作

比較，協助比較類別與統整類別。以問問題、札記等方法協助分析資料，結合歸納與

演繹。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包含研究者、協同分析者及受訪者。為減少個人偏見，本研

究三位作者均投入編碼和資料分析工作。三人均為女性、諮商心理學博士、接受過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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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方法訓練，三人均對通訊諮商主題具有興趣且皆有通訊督導經驗，其中一位協

同分析者也具備通訊諮商實務經驗。 

研究受訪者有兩個來源，研究者於 2020 年 7 至 8 月期間透過諮商心理師公會及

臉書社群等管道，發送招募 COVID-19 疫情期間具有通訊諮商經驗之諮商心理師受訪

者的消息，在確認報名者符合本研究受訪者條件後而進一步聯繫訪談細節。此外，研

究者也從網路搜尋了解疫情期間進行通訊諮商的機構及諮商心理師，並邀請符合條件

者加入研究。 

本研究 15 位受訪者均為 COVID-19 期間在學校、社區心理諮商所、心理治療所、

精神科診所等社區機構從事心理諮商實務工作、具有非面對面諮商經驗之諮商心理

師，共 15 人接受訪談（見表 1）。其中，男性 5 人、女性 10 人，年齡在 35 至 57 歲之

間，工作場域包含社區（8 人）、同時在社區和學校（6 人）及學校（1 人）。最高學歷

包含博士（2 人）、博士班學生（1 人）、碩士（12 人）。實務工作年資為 2 至 25 年。

COVID-19 疫情期間之諮商時數從 26 至 360 小時不等。曾經進行過的通訊諮商總時數

為 2 至 500 小時，累積時數差異很大。訪談地區、地點與時間上，北部地區有五位受

訪者，中部地區有兩位受訪者，南部地區有七位受訪者。訪談場所包含受訪者家中、

工作機構，依照受訪者方便的地點進行。每位受訪者訪談一次，時間自 1 小時到 2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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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年齡 場域 學歷 實務工作 
年資 

疫情期間 
諮商時數 

通訊諮商 
總時數 

A1 女 53 社區 博士 25 100 2 

A2 男 42 社區 碩士 8 360 120 

A3 女 36 社區、學校 博士班 10 300 10 

A4 男 49 社區 碩士 13 150 20 

A5 女 57 社區 碩士 12 50 10 

A6 女 50 社區 碩士 16 250 20 

A7 女 43 社區、學校 碩士 5 150 5 

A8 女 50 社區 碩士 17 75 52 

B1 男 36 學校 碩士 8 49 49 

B2 女 40 社區、學校 碩士 8 250 200 

B3 男 52 社區、學校 博士 6 100 10 

B4 男 38 社區 碩士 7 100 70 

B5 女 35 社區 碩士 3 100 500 

B6 女 35 社區、學校 碩士 6 26 143 

B7 女 36 社區、學校 碩士 2 190 20 

 

三、工具 

本研究使用之主要研究工具包含研究邀請函、參與研究同意書、錄音設備、受訪

者基本資料表以及訪談問題。訪談問題為： (1)過去使用通訊諮商經驗如何？

(2)COVID-19 期間使用通訊諮商經驗如何？(3)您認為面對面諮商與通訊諮商之異同

何在？(4)對使用通訊諮商有何想法或建議？ 

四、研究程序 

（一）準備研究階段 

研究者同意 Strauss 研究蒐集資料前先閱讀部分文獻的觀點，蒐集與閱讀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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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設計研究並撰寫計畫以申請經費。隨後展開招募工作，招募受訪諮商心理師及逐

字稿謄寫者。閱讀通訊諮商書籍與研究文獻、諮商工作中進行通訊諮商及進行研究訪

談與分析資料過程，獲得理論觸覺。在後續訪談及資料分析過程也繼續閱讀文獻，維

持理論敏感。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階段 

本研究蒐集資料與分析資料的階段是同時重疊進行的，抽樣與分析交互進行，以

探究諮商師於 COVID-19 疫情期間通訊諮商經驗中的主題。資料蒐集及分析過程說明

如下： 

1.第一階段開放性抽樣：亦即目的性抽樣（purposeful sampling），先招募能提供

本研究問題豐富資料者，共有 10 位受訪者。在此階段蒐集資料與分析資料是同時進

行的。與受訪者連繫後，也與招募的謄打逐字稿者簽約。每個受訪者訪談完成，立即

將錄音檔交給謄打者轉謄成逐字稿。謄打逐字稿者統一使用序號，將逐字稿中序號

A5-054 代表受訪者 A5 於訪談逐字稿中第 54 句描述。 

完成個別訪談逐字稿後，經過反覆地閱讀，再進行初始編碼（initial coding）分析。

初始編碼時閱讀逐字稿內容，將逐字稿斷句打散，逐行（line by line）轉化成概念，

進行意義單元命名。同時，依據訪談與分析使研究者更具理論敏感，改變早期抽樣的

決定，招募下一批 5 位受訪者。 

2.第二階段區別性抽樣（differentiated sampling）：為了延伸更多的類別，研究者

刻意邀請具外語通訊諮商經驗之諮商師，以及通過通訊諮商核可機構的諮商師，並透

過滾雪球方式邀請通訊諮商經驗極豐富的諮商師，共 5 位受訪者接受第二階段訪談。 

加上第二階段的訪談資料後，進一步朝向焦點編碼（focused coding）與主軸編碼

（axial coding）的分析。焦點編碼時，逐漸建立分析方向，找出概念類屬彼此間的關

係與脈絡條件，進一步做縮減歸納。三位資料分析者固定討論編碼與分工，共同發展

出類別（categories）範疇，以此架構將所命名的碼加以連結為類別及次類別，建立類

別之間的關係。主軸編碼（axial coding）乃重新檢視前一步驟的命名後，從各類別中

發現高度精練的主題，涵蓋所有編碼。實際上在資料分析過程中，初始編碼、焦點編

碼與主軸編碼是前後循環交錯進行，不斷調整命名和類別的。表 2 為其中的編碼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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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逐字稿編碼示例 

主題 類別 次類別 意義單元 逐字稿內容 序號 

疫情期間通

訊諮商過程 
通訊諮商前

之準備 
通訊場地適

切性 
受室友出入

所干擾 
第三個當事人他其實聽到要改成

電話的時候他的反應就還好。為什

麼後來他也改到我們直接去外面

了，因為大概可能第四還第五次的

時候，其實第一次好像還第二次就

有遇到這個狀況，就是確實他會遇

到他的室友會進出。對，那我那時

候就是問他說那這個狀況好像蠻

干擾你的。對，那他是說他可以跟

我有一個，應該說他直接告訴我說

老師，我等下如果不講話的話，就

是我的室友有進出，那所以你就是

知道這樣子。 

B4-029 

  通訊場地適

切性 
須在諮商所

進行 
對。所以你說在諮商所裡做代表了

什麼?是真的就表示品質會好？或

者是這樣子就合法，就不會有什

麼······那如果扣在法律的那個點好

了，那我就乖乖在諮商所做，可

是······那很多【沉默 3 秒】沒有，

就是你管不到的東西，事實上比管

得到的多啦，管不到的那些在諮商

所外面做的事實上是更多的阿，那

你去約束那個管得到的有什麼意

義？ 

A1-093 

 

五、研究品質與倫理 

本研究依據信實度（trustworthiness）檢驗研究品質，分述如下。 

（一）可信賴度（credibility）： 

指研究資料的真實程度。研究者及協同分析者本身為諮商心理師，接觸過通訊諮

商，同時研究者也編撰過通訊諮商資源手冊，對研究主題有足夠的認識與實務接觸經

驗。在確保招募適合的受訪者加入本研究外，對於轉謄逐字稿後的資料，會抽取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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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檔加以核對，同時在資料分析編碼過程，與協同分析者定期聚會討論。 

（二）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指可應用性，研究所得能有效轉成文字描述，維持原意，沒有曲解，研究過程及

資料轉化力求透明化。本研究藉由三位協同編碼者不斷核對彼此的觀點，提供資料編

碼的一致性。 

（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 

強調分析結果可靠，本研究過程對受訪者的訪談全程加以錄音，提供逐字稿謄打

者一份謄打的原則與倫理注意事項並加以說明，確認解決疑惑之處後簽約，才開始進

行謄打。完成的逐字稿逐一加以檢視需要修改之處，至符合要求為止。協同分析時對

於分歧的編碼觀點，持續討論以取得共識。 

（四）可確定性（confirmability）： 

指研究的客觀性如何，本研究資料分析者皆有質性研究的經驗，在整個研究過程

中三人密切討論與合作，可減少單一研究者的主觀判斷影響中立性。 

此外，在研究倫理方面，本研究為確保研究參與者的福祉，於研究的過程遵守的

研究倫理議題主要是知後同意、保密、自主及免於傷害與風險等。研究參與者均自願

參與本研究，透過書面與口頭說明後，對本研究目的、進行流程、資料處理、隱私與

保密等事項，事先有充分的了解。於訪談進行前，受訪者收到書面訪談問題及相關資

料做訪談準備，訪談開始時簽署研究同意書與簽署出席費領據後，始進行訪談。另一

方面，關於本研究之保密性，主要是指研究資料呈現原則，要達到無法辨識或指認受

訪者個人與機構。本研究在研究結果處理時，為兼顧研究品質與保密，除了匿名處理

資料，分析結果並未使用充滿細節與特殊性的生命故事或經驗。此外，要求逐字稿謄

錄人員簽署保密同意書，妥善保管錄音資料與逐字稿檔案加密處理，研究後將相關資

料銷毀，以保護受訪者隱私。本研究對象均非易受傷害族群，且研究者尊重受訪者願

意分享的程度，也說明有權利中途退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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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 

 

一、疫情期間通訊諮商過程 

（一）通訊諮商前之準備 

1. 通訊場地適切性 

疫情期間的諮商室還是有被諮商師或個案使用，所以會注意消毒防疫的措施，如

B4 使用開窗的空間。即使以通訊諮商方式進行，少數機構是安排諮商師和個案雙方

都在診所內，但進入不同諮商室來進行諮商。 

所有的流程都還是跟面對面是一模一樣的流程，並不會因為他是遠距而有什麼

不一樣，他是一樣預約、一樣是同一個時間到了，我們還是在診所裡頭做。

（A5-018） 

個案方進行通訊諮商的場地變數較多，諮商師 B1 未必會事先跟個案說明通訊諮

商時場地的選擇，但多數個案會知道該選擇較穩私的地方以避免談話過程受到干擾。

諮商師 A2、A7 發現通訊諮商過程諮商師有時會透過螢幕看見個案的住家環境或居家

擺設，意外獲得個案現實生活的資訊，也會成為談話的材料。A2、A7、B5、B7 表示

有些個案的場地會有其他人出入或有鄰人走動。有些個案擔心關係議題中所顧慮的親

人可能進入其所在空間而聽到諮商討論內容，也會造成其諮商過程的分心。但 A1、

B5 發現有個案以為只要有電腦和網路就可以，所以也有在餐桌前、咖啡廳或一邊運

動一邊進行通訊諮商等多元情況。 

2. 知後同意的處理 

知後同意的程序同時可讓個案先了解諮商師談話風格，而諮商師也能先評估個案

狀態。本研究的諮商師 A1、A2、A5、B7 都強調在進行通訊諮商前，會與個案先完成

簽署知後同意書。諮商師 A7、B1 提及會在知後同意書上清楚註記錄音錄影規範以避

免側錄情形發生，讓諮商師可以安心談話。目前許多機構是在線上完成知後同意的流

程，A7、B1 會讓個案簽署網路版知後同意書，簽名後回傳。A1、A5 的經驗則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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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經面對面初談，先在機構簽署好知後同意書，然後才在線上開始進行通訊諮商。A8

則還會事先與個案約定在網路異常中斷時的因應處理方式。 

包括像這種異常中斷，是不是他可以趕快寫 email，或是透過什麼方式，讓諮

商師知道。否則如果不是約好每次都談，是這次約下一次的話，那這種異常中

斷，可能就不知道下次什麼時候要再上來諮商了。（A8-165） 

疫情期間的通訊諮商也讓諮商師留意到付費的課題。A4、B7 認為整體來說與面

對面諮商比較，好的通訊諮商品質需要增加許多硬體設備建置，以致成本增加，因此

諮商收費並不會比較低。有接中國個案的諮商師 A2、A4 表示通訊用的微信（WeChat）

平台即可處理通訊諮商費用支付，少數諮商師曾面臨被個案殺價的經驗。 

我很驚訝！我不知道怎麼談啊！我說不然你覺得多少好這樣子，因為我沒預期

他會這樣談，因為他們那邊的費用基本上，······反正就比我們的行情還高啦，

所以那時候我就，哦！這麼高哦！我說：你覺得多少好?。（A2-157） 

3. 危機評估與篩檢 

危機個案的處理在通訊諮商是個難題，因此特別要重視個案的危機評估與篩檢這

個環節，諮商師需更敏銳謹慎。B7 表示進行通訊諮商時，個案的微表情很容易被忽

略掉，其語氣、聲調上的差異，有時候會誤以為是網路通訊訊號干擾，以致不易辨識

出個案的情緒變化而造成評估困難。A7 會重視初談以進行評估，並會審酌個案狀況

決定是否在完成電話初談後再次進行面對面的實體初談評估。B6 則表示通常會由諮

商師先透過現場面對面初談評估，藉此排除不適合以通訊諮商方式進行的危機個案。 

電話上是初步的評估，如果我覺得說可能還是有一點需要再約，就再跟他講

說，是不是有個活動你可以來參加阿，······會依據個案的狀況啦，再看怎麼

跟他保持連繫。（A7-135） 

一般來說，我們這個領域的工作方式，不會一開始就線上，因為我們需要做評

估，我們需要評估的事情太多了，譬如我們要評估我自己本人能不能幫上他，

再來是他能不能被我幫忙，然後另外一個是關於分析取向的，就是他適合分析

取向嗎?他如果適合的話，那我們才能工作。線上很難做到這麼完善的評估。

（B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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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訊諮商有別於面對面諮商之處遇 

1. 諮商技術適當調整 

雖然部分諮商師認為通訊諮商的介入技術和面對面諮商並無差異，例如 A5 覺得

網路設備佳的情況下，在通訊諮商過程進行放鬆訓練效果也很好。但多數諮商師表示

執行通訊諮商時相關技術需要適當調整。 

認知取向的諮商師 B7 進行通訊諮商，仍然會給予個案家庭作業。A8、B1 表示通

訊諮商過程若使用沙遊、牌卡、空椅法、催眠治療等技術會較難進行，在引導、互動

上均會遭遇許多限制，且鏡頭會阻礙觀看個案創作的完整歷程，在鏡頭下對個案創作

作品的線條、質地等細節感覺也較失真。 

我覺得在諮商技術上要做蠻多調整的，尤其如果你是走這種經驗、體驗取向

的，你就會發現不知道該怎麼辦，所有的卡牌都拿不出來，你要做藝術治療也

沒辦法，叫他自己準備那個水彩嗎？或者你要做一個完形或什麼舞蹈治療，都

很卡。（B1-096） 

諮商師會思考調整的方法和效果，例如 B2 在通訊諮商時嘗試使用空椅法，請個

案放把椅子或放枕頭，也是可行的方式。A7 採用藝術治療者會調整成鼓勵讓個案先

自行創作好作品再帶至通訊諮商中與諮商師討論，或者適當調整在通訊諮商過程創作

的時間和媒材，以及適度調整鏡頭拍攝的角度、距離以看見整個創作歷程。 

如果真的只能做視訊的話，我還是可以找到方式去進行。到底那樣子創作時間

是多少，或許他需要離遠一點，我可以看到他整個場面，讓我知道他創作用什

麼媒材之類的，那可能我們會先討論一下。（A7-059） 

2. 增加輔助效果策略 

多數諮商師都表示通訊諮商過程多為語言訊息，較缺乏非語言訊息和現場互動資

訊。因此也更強調諮商師的語言詞彙表達能力，例如 B5 認為諮商師要能多元發揮語

言詞彙的表達能力以促進個案的理解，B7 則會再搭配給予回家作業和強化摘要技巧

的運用，以提升通訊諮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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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網路的話，語言的部分其實是蠻重要，就是你的詞彙量，或者是你能夠用詞

彙表達到的一個抽象度或是他可以理解的程度，就是滿多元的、滿重要的，的

確，再來是面部、表情的觀察。（B5-016） 

3. 更加強調觀察能力 

多數諮商師認為通訊諮商因為不易掌握到個案情緒等非語言訊息，在表達對個案

情緒同在的支持上會受到限制，所以需更加強觀察能力以補足情緒同理。A8、B1、

B2 覺得通訊諮商的視野受限於螢幕範圍，所以很難觀察個案整體的肢體姿勢變化。

A3、A8 表示在通訊諮商的經驗中諮商師較難與個案創造情緒同理的同在感。B5、B7

則認為通訊諮商技術運用上，須更著重對個案表情觀察或想像。 

如果在現場我可以感覺到他的······說玄一點，叫能量、情緒場嗎？就如果他

哭泣，我可以遞個衛生紙給他，比較有那種同在感，可是如果今天是透過視訊，

他如果哭，真的有點尷尬。（A3-131） 

4. 時間架構更加精準 

諮商師在安排進行通訊諮商時會更留意需準時開始，時間架構需要更精準掌握，

A6 除了提前將相關資訊通訊設備準備妥當，並在開始前先丟訊息通知提醒個案諮商

即將展開。結束的處理也要更謹慎，A2、B5 提到諮商結束時對於情緒波動大難以結

束的個案，會稍做處理再結束。 

比如說我現在跟個案談，要切換成遠距，我就會要特別留意時間，就是最好能

夠更準時的開始。所以我可能就是要前一個小時的工作，要更準時的去抓一下

時間，我都盡量要求自己做的時候，就可以先丟個訊息給她，你在嗎？如果你

準備好我 call 你。（A6-041） 

5. 沉默的感受被放大 

同樣的沉默時間在通訊諮商歷程中產生的空白感覺會比面對面諮商時更為強

烈，諮商師 A2、A3、A4 覺得個案在線上諮商時突然沉默，要安撫個案比較不容易，

通訊諮商過程中的沉默，更讓諮商師感到尷尬，有時候判斷為生產性沉默，會允許個

案思考一下再繼續。諮商師必須謹慎辨識個案的沉默是在思考沉澱或放空；並澄清沉

默的歷程或其可能的意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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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裡面有很多東西沒有被好好安撫的，可是我覺得線上其實很難，嘖，因為

我覺得反而線上那種靜止會更尷尬。······我覺得最大還要克服就是情緒的訊

息的捕捉，面對面我可以沉默，可是對方好像就會要趕快要再講點什麼。

（A2-116） 

6. 關係互動模式微調 

諮商師 B2 認為即使諮商師與個案身處不同場所，透過螢幕還是可以了解個案的

狀況與問題。A4 覺得視訊和網路流暢時，通訊諮商使用視訊會增加表情，很接近面

對面諮商的狀態。但是 B4、B7 覺得兩者訊息的完整度還是不同，視訊接受到的訊息，

仍然比面對面諮商少。A2、A4 認為通訊互動方式影響對諮商過程的感受，通訊諮商

因為更需要耗費心力在螢幕上所以在處理諮商關係上感覺比較費力。A2 指出，通訊

諮商關係似乎存在一種新的人際互動模式。 

其實我覺得會適應，會適應另外一種人際互動的模式，因為我覺得他就是另外

一種人際互動模式啊，嘿，跟現場的不一樣。······又重新開始累積經驗······

一種模式，對，我會這樣，可是當然技術、技巧是類似的，可是它用的方式會

不太一樣，或是難度會增加。（A2-173） 

二、疫情期間通訊諮商特性 

（一）諮商內容與疫情新生活型態有關連 

本研究發現因疫情影響個案生活而增加新的關注主題，例如 A5、A6、B7 有個案

擔心工作及經濟、擔心被感染、因疫情改為居家工作導致的干擾和衝突、工作和下班

界線不清以致心情煩悶。B5、B6 的個案因隔離觸動自殺和死亡議題，A5 的個案因疫

情影響工作以致過度焦慮而自我傷害，A7 的個案因疫情意識到人我關係的深層自我

議題故主動求助。B7 的中國個案多數會談到疫情，A6 的國際學生個案多關注課業困

難的議題。 

比較是因為疫情的關係，他開始發現他跟人的互動，不是他所覺得的那樣子理

想，還有他在這過程當中，因為有很多時候都是自己待在家裡，他開始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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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些跟自己內在接觸，他覺得好像不是跟朋友談就可以了，他覺得說需要一

些專業的協助，就是在自我的部分（A7-045）。 

（二）疫情使案量及案源產生調整及多元性 

在疫情期間使用通訊諮商的個案量有增加，也有減少的。A4 許多增加的新案為

國外個案，B5 發現有些國外新案因疫情而注意到台灣通訊諮商平台進而求助。然而

B2 有些個案因缺乏獨立隱密的空間環境，無法進行通訊諮商而暫停。 

他本來自己住，然後他因為過年期間就跟家人住，就搬回去先跟家人度假。但

是因為這個疫情，我們都動不了。然後他覺得在他房間講，怕（家人）會聽到，

他不自在，他就跟我說先停這樣子。我可以理解，因為那時候大陸的環境很不

好，所以我可以理解（B2-034）。 

有些學校將面對面諮商方式調整為電話諮商，B4 的學校發現附近有感染案例或

學生被隔離，就會改為視訊或電話諮商，暫時不讓個案進入諮商中心。諮商師 B3、

A7 會針對外地實習生、高關懷生自主健康管理中的學生等主動電話輔導追蹤以評估

適應狀況。 

疫情期間通訊諮商個案的來源變得更多元，受訪者們接觸到的個案包含台灣個

案、中國個案、海外台灣人個案、企業個案四類。A1、A2、B2、B5、B7 的通訊諮商

中有不少是中國各省的個案，因文化與地域造成個案可能有不同的期待。海外的台灣

人個案包含日本、美國、英國、德國、澳洲、中南美洲、香港的留學生或海外服役者。

A4、A8、B1 使用通訊諮商的個案是員工協助方案的企業個案。 

（三）疫情促使線上線下諮商方式形成混搭 

在疫情期間諮商進行方式會交替變換使用，A1、A2、B2 表示通訊諮商成為因搬

遷或疫情影響的新增選擇。B6 的個案在隔離結束後會從通訊諮商改回面對面諮商。

B1 的學校受疫情影響全面改採通訊諮商。A5 的經驗是讓心理師自行評估決定是否能

使用通訊諮商方式。B1 會考量個案危機程度來做選擇。 

需要通訊品質很好。就是比較有狀況的 Case 我們就覺得還是打電話好了。有

些 Case 就是一般性，他來談那個戀愛啊男朋友怎樣啊，稍微斷訊一下再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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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還可以。但是有些狀況，比如說他剛失戀，情緒很混亂，那你一直在這邊斷

訊就效果真的很不好，那我們就會打電話給他。（B1-039） 

B1、B4 表示有的過去曾有面對面諮商經驗的舊個案，並不習慣或不適應使用通

訊諮商方式，但也有個案在疫情趨緩後仍想繼續使用通訊諮商的方式。 

當次晤談討論到說我們春假過後就要換方式了，他的反應有點欲言又止或是猶

豫，但是臉色就有點沉。我當下就有問說是不是其實你並不想要改成電話晤

談，他就講說對。（B4-028） 

那些不太想露臉的個案們就還是會希望維持不要面對面這樣子。（B1-033） 

疫情使大部分諮商師運用多元的通訊管道，像是留言板、email、語音到視訊都有，

不同方式也會影響諮商技巧的使用。A4 會使用電話諮商，或是不用視訊而僅用音訊

的平台，但僅是諮詢和討論。A8、B6 表示喜歡運用文字的諮商師會偏好使用線上即

時文字訊息、線上心理分析。 

（四）疫情促進各類通訊平台被交互選用與發展 

疫情間諮商師廣泛使用各種通訊平台，並發現設備使用相關問題。在通訊諮商平

台的選擇上，許多諮商師透過來宣導說明的顧問公司仲介簽約後使用其設備，如

Wapro、FarHugs 和接一些國內、外的通訊諮商個案，但有的諮商師 A3、A4、B2、

B5 尚在觀望是否加入。諮商師 A3、A6、A8、B5 本身常使用的是 Skype、Line、WeChat、

Webex、QQ，考量個資安全，暫停使用 Zoom、Whatsapp 及抖音。 

在疫期期間 B1 申請很多 Google 帳號便於通訊諮商運用，覺得比起要綁手機的

line，這種方法較能保有個人隱私，B1、B4 使用 Hangouts。A2 使用 WeChat 進行。

A3 的線上團體督導或個案會議則使用 Google Meet。 

用 Google 的 Hangouts，主要是因為免費啦，因為申請 Gmail 帳號比較容易，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我們去申請很多 Google 帳號。（B1-009） 

（五）諮商效果受網路穩定性和通訊設備所牽制 

本研究發現通訊諮商需要非常倚賴網路和通訊設備。大部分的諮商師都表示網路

穩定度和順暢度對通訊諮商有重要影響，網路延遲導致不同步對諮商介入的干擾頗



葉寶玲、蔡佳容、簡文英 COVID-19 疫情期間諮商心理師的通訊諮商經驗

 

 

- 145 -

大。 

線上很方便，可是線上有一種不可控的感覺，就是網路訊號穩不穩定不是我們

可以決定、不是我們可以掌握的。（B6-046） 

雖然我看得到他，但是其實通話的品質還是多多少少有一點 lag，那個東西的

時間差，很多時候也會讓我覺得諮商的氛圍，稍微有一點點被打散。（A6-031） 

在實際操作上，B1、B4 覺得視訊諮商有陣痛期要測試軟體，確認能上線。B8 覺

得機構或學校尚未準備好通訊諮商設備。B1 擔心被側錄，非法使用、剪接、當把柄，

所以選擇通訊諮商時不打開螢幕，也不強求個案打開。此外，視訊畫面品質差或晃動

時，諮商師會請個案固定鏡頭。有的諮商師會覺得太暗，諮商師 B1、B5 甚至想購買

網美燈改善黑臉問題。 

（六）更加強調空間私密與資訊傳輸安全 

進行諮商過程所使用的空間是否具私密性，乃是通訊諮商重要的考量。過於紛擾

或有他人在場的環境空間，容易對通訊諮商產生負面效果。疫情期間有的諮商師發現

個案在通訊諮商空間場所的選擇上遭遇一些特殊狀況，是過去面對面進行諮商不曾留

意的。例如，A8 的個案在家裡進行通訊諮商過程中，受家人影響，會從螢幕中消失

又返回；而 B5 的中國個案中則有不少人是在咖啡館等開放性空間進行通訊諮商。面

對上述狀況，諮商師主張要教導個案重視通訊諮商進行時所在空間的隱密性，但是也

會彈性考量個案在空間選擇上的困難。 

比如說諮商時間可能是六點到七點，嘿，那中間可能六點半他就不見了，然後

丟訊息給他、他也沒回，可是隔十分鐘他又出現了，然後就問他說「欸，剛剛

發生什麼事？」，他說「家人叫」。（A8-102） 

他們會在咖啡廳，或是在外面，那其實那個狀態跟他在他的房間，會很不一樣。

滿多的，台灣這邊比較少，大陸那邊滿多的。（B5-038） 

資訊傳輸安全性是通訊諮商核心基礎工作。有多位諮商師對通訊諮商的資訊安全

抱持疑慮，例如 B1 擔心被側錄，被非法使用、剪接、當把柄。A1、A8 也擔心未經

雙方同意，個案在會談架構中有第三人存在且秘密旁聽，除了破壞保密性。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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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通訊諮商是一個重要議題，在資訊技術上能確保資料傳輸過程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讓心理師和個案皆能放心地使用通訊諮商服務。 

我還是比較對這種安全上的顧慮啦，就是說對他的安全、對我們的安全，還有

這些資料在這種傳輸的過程當中的一種安全，保密的一個加強吧，就是可以讓

我們很放心。（B3-088） 

（七）伴有危機處理和通報責任歸屬疑慮和壓力 

危機處理和通報責任歸屬是多數諮商師使用通訊諮商時最大的疑慮和心理壓

力。A1、A8、B3、B7 質疑當通訊諮商過程中個案情緒失控、自我傷害等危機發生時，

該由誰來因應處理，由誰負責緊急通報和通知其重要他人，該用什麼方式聯繫等心理

壓力很讓人擔憂。而通訊諮商的跨國個案危機通報窗口則是一個令人高度疑慮的項

目。 

那個······太恐怖了吧。我自己會怕啦，我會覺得······你很難說啦，如果你

不是很確認這個個案他的狀態是穩定的，他那個當下就是會丟很多這樣的訊息

給你。（A1-079） 

三、發展通訊諮商的態度和期待 

（一）在正向與猶豫間建構個人立場 

諮商師對通訊諮商的態度呈現正向與猶豫的並存，有的樂觀支持，有的仍有疑

慮，但更多的是學習適應並持續反思以逐步建構個人立場。 

諮商師 A5、B1、B2 樂觀支持通訊諮商，肯定通訊諮商在疫情期間帶來的便利性

且使用經驗不錯，在成效上也感受到通訊諮商和面對面諮商一樣能促發個案思考。 

我個人的經驗是（通訊諮商）不會影響太多，就是似乎還是一樣可以談的，因

為比如說我想問他這個問題，不管有沒有隔著螢幕，我都是問這個問題啊，然

後一樣都是要觸發個案去思考。（B2-087） 

另一類的態度則是存有疑慮。A8 認為通訊諮商在臨場感和現實感上仍有差別，僅

能將通訊諮商當做不得已的次要選擇。A1 不喜歡通訊諮商不在同一時空互動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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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隔靴搔癢；A4 認為通訊諮商只能做到針對問題諮詢討論。 

我自己就會覺得對諮商來講就是一個很大的干擾跟影響，就會覺得，好像變成

要針對問題，跟他討論、然後講一些建議讓他去做選擇，好像當時就只能做到

這樣子。（A4-078） 

多數因應的態度是學習適應並持續反思以逐步建構個人立場。B3 一開始持否定

看法，但後來發現通訊諮商趨勢擋不住後也逐漸學習適應和使用。A2 認為有別於諮商

師以往接受現場真槍實彈晤談方式之訓練，在線上進行諮商是另一種狀態，需要重新學

習和適應。A6、B7 一開始不習慣要和家人親友以外的人進行視訊，後來也積極調適

自己去接受與學習相關做法。B4、B8 則未形成明確的立場。 

自從這個半年有用過這樣子的設備或架構去工作以後，我確實也有在反思我自

己對於未來在諮商工作中用這個設備想法是什麼，我覺得這個想法我是還沒有

成形的。（B8-060） 

（二）期待成立專業組織修訂法規和培育人才 

通訊諮商的進行和發展須有法規依據，A6、A8 認為經過 COVID-19 的影響，加

速了通訊諮商的發展，更多案例考慮改以通訊諮商方式進行，國內相關辦法也加速通

過。但實務上仍存在許多疑慮，如 B3 認為通訊諮商尚未建立具體完整的執行規範共

識，擔心若發生相關專業倫理案件，將損及相關人員權益。 

會變得說，大家各推各的調啊，在沒有發生事情好像都也可以，是不是一定又

等到某些倫理事件或是什麼發生的時候才發現，哇！這裡又不行了，我們趕快

再把他補一下這樣子。（B3-095） 

有關通訊諮商的倫理法規完備也要包含諮商場所的規範。A5、B5、B7 諮商師認

為執行通訊諮商時應該要遵守場地方面的諮商倫理，不應該隨便破壞這個專業界線。 

需要重新討論那個優劣勢或危險性在哪等等的，······以前的那一套我覺得是

可以參考，可是它沒辦法直接套用進來。那當然另外一個就是反過來就是，接

案的心理師自己在咖啡廳？（B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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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諮商師本身的能力要求也是重點，B3 指出要做通訊諮商的心理師除了要

有基本諮商能力外，還有實施網路諮商的特殊技巧或認證制度，讓通訊諮商制度化與

組織化。B5、B7 都提到期盼能進一步成立通訊諮商相關學會。相關學會組織可以辦

理通訊諮商實務研討會，增加國內外實務工作者針對執行通訊諮商時的操作經驗彼此

觀摩交流。 

諮商師 A2、B5、B7 也期盼能建構相關培訓或課程，讓專業人員能掌握通訊諮商

重要概念與操作技術。B7 甚至期盼相關學者或實務工作者能進一步研究發展各大諮

商學派改採用通訊諮商方式進行時應留意的注意事項。 

我們知道實務操作上遇到的困難，我們需要大家的經驗，他有些自己的體會，

大家可以來交流。我會覺得自己在摸索、摸索，可是我覺得這是需要一些有點

像是行前通知的概念…這是在做遠距之前可能要先知道的。（B7-168） 

（三）準備迎接海外華人及跨國個案的挑戰 

有幾位研究參與者指出，疫情期間有不少海外華人個案主動尋求以中文溝通的通

訊諮商服務，例如 B5、B7 發現針對海外華人的通訊諮商產業可能具有市場發展潛力，

許多在國外留學或工作的華人渴望以母語進行對話晤談，且希望獲得高品質的心理諮

商服務。這個潛在的需求趨勢提醒諮商師應為海外華人及跨國個案的心理健康服務及

早裝備和佈局，以開放的心態迎接新的專業挑戰。 

他們其實在當地有這個需求，可是可能是當地費用高，第二個語言的關係，第

三個是對他們來說用中文表達還是跟他們那邊表達不一樣。（B5-013） 

海外華人這塊其實非常大，我相信是一定有它的市場。（B7-163） 

因應跨國的個案來源增加，諮商師必須考量多元文化差異。例如 B1 強調針對與

諮商師不同專業領域的企業界人士，諮商師會需要先充實相關專業背景知識和專業英

文術語。因為不少通訊諮商個案是中國人，A2、A4、B5、B7 發現中國各省的語言、

口音上的落差、用語的差異，以及個案的人我互動關係性格，像是較直接、快速、缺

乏界線等，都需要諮商師用心學習和調整。 



葉寶玲、蔡佳容、簡文英 COVID-19 疫情期間諮商心理師的通訊諮商經驗

 

 

- 149 -

大家都講普通話，可是還是有些詞彙是需要核對的，聽不懂你大概就要問一

下。（B5-087） 

另外，處理跨國個案的通訊諮商流程則會面對時差和付費問題，A2、A7、A8 提

到時差造成在約定諮商時間上需要多一層考量和協調，跨國付費則有開帳戶和手續費

等複雜行政程序。跨國的法律也要顧慮，A8 強調心理諮商機構需特別針對跨國個案

建立危機個案的管理機制。 

（四）期待建置科技跨域研發和資料庫資源平台 

因應通訊諮商乃與科技專業緊密結合的新興領域，A2、B3、B7 提及在相關訓練

課程中宜包含熟悉資訊科技設備操作的培訓內容。諮商師 B1 更進一步提出一個新想

像，未來心理衛生產業也有可能躍昇成為高科技產業，也許把 VR 或 AR 的科技結合

通訊諮商的話，會打開讓人耳目一新的發展性。 

現在有那個 VR 跟 AR 眼鏡對不對，我就覺得未來如果搭配這個，那這些體驗

性的東西就可以做，比方說可以設計說你戴上去以後你就在鯊魚的房間，那你

的物件是虛擬的，我還蠻期待這個部分的。（B1-101） 

諮商師 A5 強調未來心理衛生產業的發展應該要以個案最大利益考量來思考擴大

諮商服務功能。因此在通訊平台上建置諮商師和個案方便連結的資料庫和相關線上評

估工具，必能提升通訊諮商的效能。例如諮商師 A8 建議應該善用資訊平台的優勢，

能逐步建置常用訊息溝通圖片、實用的網站連結或問句等資料庫。 

比如說舉例啦，焦點解決不是有一些問句嗎？那其實就可以把資料庫放在旁邊

點選，一些特殊的問句進來就好，就不用一直打，嘿，或是放一些圖片，可以

點選就送出去的。（A8-207） 

由於危機評估與篩檢對通訊諮商是個重要環節，諮商師 B7 提議讓個案先填寫危

機篩檢的線上表單或相關量表，以了解個案的危機嚴重程度，協助把關接案與否。 

或者是在線上是不是有一些什麼樣的評估，來先做一個初步的把關，然後他們

由這個...比如說他沒有這個具體的危機的時候，或他危機性比較小的時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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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以去做遠距，我覺得這是 ok，因為我覺得還是考量是危機性這個部分。

（B7-193） 

 

伍、討論 

 

一、對通訊諮商的態度漸趨正向支持 

本研究發現諮商師對於通訊諮商的態度，觀望、反對、支持，或努力學習嘗試者

皆有之，與國外研究發現相似。Bekes 與 Doorn（2020）調查發現多數治療師採取正

向態度，持負面態度者較少。Connolly 等人（2020）也發現使用視訊會議進行通訊諮

商的諮商師，對通訊諮商持正向態度。Glueckauf 等人（2018）調查 164 個心理師發

現，有 51%表示未來工作有 10-100%會使用通訊諮商。相對地，也有持不確定或沒興

趣態度的，如 Gavin 等人（2019）發現，遊戲治療師在遊戲治療過程猶豫是否要融入

科技。Madigan 等人（2021）調查 56 個心理師，其中 70%表示沒興趣使用網路提供

心理服務。 

本研究發現多數諮商師因應的態度是積極學習適應並持續反思以逐步建構個人

立場。Rosen 等人（2020）認為 COVID-19 讓通訊諮商成為基本心理服務工具，即使

被隔離或安全在家中，仍可進行心理治療。MacMullin 等人（2020）觀察到疫情爆發

後，使用視訊會議諮商增加。很多治療師不論本身經驗有無或是對通訊諮商態度如

何，逐漸也轉成線上或視訊方式進行（Madigan et al., 2021）並提高對通訊治療的需求

及接受度（Daele et al., 2020）。由此可知 COVID-19 疫情的影響，加速了國內外通訊

諮商的發展，成為一種新選擇。 

二、通訊諮商規範和訓練有迫切需求 

王智弘等人（2008）曾指出諮商師投入新興的網路諮商服務，須有相對的訓練與

準備，此也符合專業倫理的期待。McAdams 與 Wyatt（2010）主張遠距諮商有別於傳

統諮商，本身是一項專業，主張有所限制，需要專業訓練與專有的證照規範。本研究

發現實務現場的諮商師確實也期許通訊諮商的發展能朝向制度化與組織化，認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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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通訊諮商尚未建立各項執行規範的共識，擔心若發生相關專業倫理案件，將損及

相關人員權益。在技術上也很期待能培養實施網路諮商的特殊技巧或認證制度。 

Campbell、Millan 與 Martin（2018）指出通訊諮商是全新的領域，諮商師有責任

評估自己的能力與訓練情形，評估後增加訓練和準備與累積經驗。包含自修、文獻回

顧閱讀、加入相關組織等方式都有助諮商師發展提升通訊諮商能力之個人化訓練計

畫。由此看來，本研究結果發現實務現場的諮商師期待能成立專業組織以修訂法規和

建構相關培訓課程以培育人才，與國外的建議發展方向顯然是一致的。 

通訊諮商能力的培訓是一個有迫切性的課題。Daele 等人（2020）發現少有心理

師接受過通訊治療的訓練。本研究發現亦是如此，目前諮商師僅應用原本傳統面對面

諮商的專業能力與技巧訓練上，缺乏通訊諮商的技巧與實務系統訓練或課程，便已先

行進入通訊諮商工作中。加上 COVID-19 的驟然出現，平日並未累積通訊諮商經驗的

機構與諮商心理師可說是措手不及，僅能被迫臨時採取應變措施。如文美華等人

（2009）所建議的，並非到危機下才發展通訊諮商，平日就應致力於建立更完整的通

訊諮商服務工作流程制度，以提高諮商服務的效能。 

三、諮商方式與通訊媒介的選擇 

Layne 與 Hohenshil（2005）、連廷嘉（2004）不是每個諮商心理師和每個案主都

適合通訊諮商。Campbell 等人（2018）進行通訊諮商處遇之前先對個案做需求評估，

主張參照心理師對個案特性，例如診斷印象、文化價值觀、種族地位，主訴問題、治

療需求、處遇計畫、心智穩定度、藥物使用等，做出專業判斷。本研究中諮商師考量

個案危機程度來評估使用面對面諮商、網路諮商或電話諮商，對危機程度高的個案會

破例仍使用面對面諮商，或選擇通訊品質較穩定的電話諮商。 

通訊媒介或平台的選擇，常常要考量到個案的現實處境。本研究中大部分諮商師

會運用多元的通訊管道。諮商師常使用的是 Skype、Line、WeChat、Webex、QQ、Zoom、

Whatsapp 及抖音。Campbell 等人（2018）提出三種選擇。其一是不使用通訊諮商而

回到面對面諮商；其二諮商時家人願意離開家，提供安靜與安全環境繼續使用通訊諮

商。最後是個案移到住家外安靜地點，如友人家或戶外，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進行通

訊諮商。 

MacMullin 等人（2020）發現線上個案比面對面個案流失多，有的個案經過 1、2

次通訊諮商後，表示想要換成面對面諮商。也受到交通問題影響，通訊諮商個案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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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會轉介給當地的心理師。本研究的諮商師在疫情期間諮商方式會交替變換使用，

有的諮商師甚至不再採用面對面方式進行，通訊諮商成為因搬遷或疫情影響的新選

擇。有的個案在隔離結束後，從通訊諮商改回面對面諮商。有的諮商師任職學校因疫

情影響全面改採通訊諮商。此外，過去曾有面對面諮商經驗的舊個案，並不習慣或不

適應使用通訊諮商方式，但也有個案在疫情趨緩後仍想繼續使用通訊諮商的方式。

Campbell 等人（2018）建議考慮使用面對面與通訊的混合服務模式，合併通訊諮商與

面對面諮商實務。心理師仍舊到辦公室進行通訊諮商，但是個案背景改變為在家中，

確認個案可使用視訊，或是心理師與個案都在諮商機構使用不同的電腦。 

四、通訊諮商處遇上的調整 

傳統諮商理論發展時，並未考慮到從面對面改成螢幕時的差異及影響。通訊諮商

所運用的諮商理論，有的使用基本跨學派的技術，有的諮商師依循傳統諮商理論和技

術（Rosen et al., 2020）。傳統的諮商理論中，認知行為治療、心理動力取向（Beutel et 

al., 2018；Hesser et al., 2017）的通訊諮商研究數量較多。也有開始發展新的通訊諮商

理論，像是張勻銘等人（2012）設計新的網路諮商理論，稱為一次單元網路諮商。 

本研究中諮商師會將傳統諮商理論微調後使用，例如認知取向的諮商師進行通訊

諮商，會給予個案家庭作業，但分量較多。諮商師認為沙遊、牌卡、空椅法、催眠治

療等技術會較難在線上進行，在引導上、互動上均會遭遇許多限制。Kenny 與

McEachern（2004）認為眼動減敏感法不能用在通訊諮商。 

疫情通訊諮商應用時彈性更大。Wehrwein（2020）美國聯邦醫療保險暨補助服務

中心（CMS）在疫情期間將原本嚴格的遠距醫療規則放寬，不需要限定在原來執業場

所提供服務，可以在家中透過 FaceTime, Skype 等其他會議軟體或平台進行服務。有

些州甚至同意僅有聲音而無影像的服務仍可申請保險費用。 

目前通訊諮商研究也探討不同諮商學派在通訊諮商的應用，但僅限於少數學派，

且多探討使用成效，而非針對實務工作者需要了解的技術層面如何調整。例如，認知

治療（張勻銘、王智弘，2009；Stewart et al., 2020）、敘事治療(彭信陽，2009)、正向

優勢取向（Bekes, & Doorn, 2020；Gurwitch, Salem, Nelson, & Comer, 2020）、焦點解決

（許維素等人，2007）、藝術治療（Braus, & Morton, 2020）、遊戲治療（Courtney, & 

Nowakowski-Sims, 2018；Gavin et al., 2019）、多元文化取向（林士傑、劉祉吟、葉致

寬、吳佩瑾、吳芝儀，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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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研究成果尚未解決缺乏線上諮商模式與技巧的問題，因此本研究也發現

新手諮商師靠自己摸索，或少數同儕交流尋求暫時性的解決。本研究的精神分析取向

諮商師之個案也有創意的在家中設計躺椅進行通訊的分析，完形治療諮商師的案主，

依循指引進行空椅法的技術，或是表達性藝術治療取向諮商師的案主，嘗試讓自己創

作過程與作品進入鏡頭，諮商師得以瞭解其創作歷程和結果。通訊諮商畢竟不等同於

傳統面對面諮商，需要有策略來面對通訊諮商的限制。本研究多數諮商師強調諮商師

的語言詞彙表達能力的重要。 

五、通訊諮商之個案評估與危機處理 

傳統諮商轉移到通訊方式進行，個案評估與危機處理上受到極大關注，本研究亦

然。本研究中諮商師以面對面初談方式進行評估，排除不適合以通訊諮商方式進行的

危機個案。Campbell 等人（2018）認為評估的時機點不只是諮商開始之前，而是一個

隨著諮商進行的過程。究竟那些個案不適合使用通訊諮商，有的認為精神病患、自殺

或嚴重心理疾患者（Madigan, et al., 2021），但 Heinlen 等人（2003）也發現有的心理

師提供飲食疾患者、重度憂鬱者、遭受性虐待者使用通訊諮商。 

本研究中有的諮商師針對外地實習生、高關懷學生以電話追蹤適應狀況。有的諮

商師建議運用線上評估工具來提升通訊諮商的效能。本研究諮商師提議讓個案先填寫

危機篩檢的線上表單或相關量表，以了解個案的危機程度。過去研究發現約有一半諮

商師進行線上諮商前評估（Maheu & Gordon, 2000；Heinlen et al., 2003）。Casline 等人

（2021）表示，通訊評估的研究有限，但在現今疫情保持社交距離政策下，有必要發

展學生通訊諮商評估能力。 

Campbell 等人（2018）表示在 1953 年已開始提供電話的危機諮商，1963 年美國

舊金山開始有第一支自殺防治服務專線叫做‟Call Bruce”，2007 設立全國自殺防治熱

線。這些可以說是通訊諮商的濫觴。Maheu 與 Gordon（2000）調查發現有 50%心理

師處理過通訊諮商的危機個案，其中有 75%轉介個案給當地心理師。MacMullin 等人

（2020）提及通訊諮商的自殺危機個案之處理，將諮商師工作的範圍延伸，包含對自

殺個案提供支持、說服個案到急診室、與個案電話不中斷，並冷靜協助處理到醫院人

員接到電話為止。本研究諮商師反應很擔憂通訊諮商過程中個案情緒失控、自我傷害

等危機發生，或跨國危機個案，該由誰來因應處理和通報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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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訊諮商實施知後同意程序 

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訂定之諮商專業倫理守則（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01）、

王智弘等人（2008）、連廷嘉（2004）均談及實務工作者都需要注意，應事前提供案

主有關通訊諮商的特性與型態、服務限制、資料保密規則及其程序，以及何種問題不

適於使用通訊諮商等相關資訊。另一方面也強調應特別對當事人說明有關網路安全與

技術的限制、網路資料保密的限制和顧慮之訊息。然而，通訊諮商的知後同意實施上，

仍有原則之外需要思考與決定的部分。 

完成通訊諮商的知後同意步驟，在 Heinlen 等人（2003）、Maheu 與 Gordon（2000）

的調查研究均發現約有半數會進行知後同意程序。本研究的諮商師提及進行通訊諮商

實務中，先和個案簽署知後同意書說明通訊諮商工作模式、可能限制和確認保密性、

付費方式等相關規範。 

有的諮商師會在知後同意書上清楚的註明錄音錄影規範，以避免個案側錄情形發

生。也提到許多機構是在線上完成通訊諮商知後同意的流程，將個案網路版知後同意

書簽名後回傳。有的諮商師先經面對面初談，在機構當面簽署好知後同意書，然後才

到線上進行通訊諮商。有的諮商師會事先與個案約定在網路異常中斷時的因應處理方

式。此外，Campbell 等人（2018）主張通訊諮商需要先訂定緊急計畫。事前蒐集到個

案電話與住址，以及當地可緊急聯絡的醫療機構或服務單位之名稱與住址。在知後同

意的過程也將此緊急計畫納入討論內容中。 

七、通訊諮商之資訊安全與網路穩定性 

王智弘等人（2008）研究發現使用通訊諮商會產生網路駭客、電腦病毒、安全性

設計、資料管理等安全上的顧慮。Heinlen 等人（2003）認為線上治療有獨特的保密

問題，使用辦公室電腦或共同使用電腦者都可能形成風險。Glueckauf 等人（2018）

調查 164 個心理師，發現有 79%關心通訊諮商的安全及保密問題。 

即使科技進展至今，本研究也發現諮商師依舊擔心通訊諮商的保密出現漏洞。正

如 Campbell 等人（2018）所言，網路環境是無法絕對的保證安全，雲端資料庫沒有

保障下需要進一步思考如何積極處理與監管雲端儲存的資料，例如檔案加密、刪除個

案姓名電話，建立各種形式通訊諮商資料的保管與處理訂定政策，以確保個案隱私。

通訊諮商在資訊技術上能確保資料傳輸過程的保密性和安全性，才能讓心理師和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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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能放心地使用通訊諮商服務。資訊安全之外，大部分的諮商師都表示網路穩定度和

順暢度對通訊諮商有重要影響，網路延遲導致的不同步對諮商介入的干擾頗大。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COVID-19 期間，國內學校與社區諮商彈性決定是否運用通訊諮商，也促使通訊

諮商對象擴及海外華人及外國人。疫情使諮商師累積較多使用通訊諮商之經驗，包括

通訊諮商前之準備，如諮商場地適切性、知後同意的處理、危機評估與篩檢等面向，

以及使用有別於面對面諮商之處遇，在介入時會有以下的調整，包括諮商技術適當調

整、增加輔助效果策略、更加強調觀察能力、時間架構更加精準、沉默的感受被放大，

還有關係互動模式微調。 

諮商師體會到在疫情期間通訊諮商特性包括：疫情增加新的關注主題、變化案量

及多元個案來源、混合搭配不同諮商方式、交互應用多種通訊平台、強調網路和通訊

設備、強調資訊安全、強調危機處理和通報責任等層面。這些疫情期間通訊諮商經驗，

使諮商師呈現對通訊諮商的態度是在正向與猶豫間建構個人立場，並且期待成立專業

組織修訂法規和培育人才、迎接海外華人及跨國個案的挑戰、建置科技跨域研發和資

料庫資源平台。 

二、建議 

（一）對諮商實務工作 

1. 通訊諮商過程的準備及介入： 

配合科技進展的趨勢，通訊諮商已從過去靜態的書面文字型態的郵件和單一訊息

來源的遠距諮商，朝向更接近面對面的視訊會議和充分應用手機及網路平台通訊軟體

為主的多元訊息互動的諮商，所以進行通訊諮商要顧慮的層面更多，準備工作及諮商

過程相當精緻費心。若有資深的通訊諮商督導，可減少新手摸索與嘗試錯誤的時間，

在目前階段先進行同儕督導是很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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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通訊諮商的獨特性做訓練： 

諮商師需要加強對使用通訊諮商族群的認識，以及提升多元文化諮商的能力。結

合新興科技的學習，精進通訊技術和能力，使通訊諮商發揮最大的效能。尤是要重視

專業倫理的落實，在資訊安全及危機處理方面，研擬出具體的執行方法。 

3. 依據諮商師對通訊諮商的期待： 

諮商師對進行通訊諮商之進修訓練的需求增加，除了需要有疫情主題的諮商實務

研討會，以增加國內外實務工作者間的交流，也要針對通訊諮商，成立通訊諮商相關

組織或學會，推展訓練、開設課程與建立認證制度。 

（二）對未來研究 

1. 在通訊諮商過程方面： 

需有更多研究基礎得以建構更完備的介入技巧、程序或工作模式，例如通訊諮商

的時間架構、網路語言及非語言訊息的特性和因應方式、諮商技術與流程調整的效

果、如何結合個人理論學派和哲學觀形成實用的通訊諮商模式等。 

2. 在通訊諮商特性方面： 

待研究的議題包括有跨國個案的特質和心態、匿名性和不真實感對諮商的影響和

因應、國內外有關資訊安全的做法、危機預防與處理因應的案例、不同諮商方式和通

訊平台的搭配運用及效果等。 

3. 在通訊諮商發展方面： 

尚待研發適用於心理諮商系所使用之通訊諮商課程教材與訓練模式、整合開發適

合諮商師和個案自助連結的資料庫及資源平台、試驗新興科技在諮商上運用的可能性

和效果。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受時空因素及研究參與者的背景經驗影響而有以下的研究限制： 

1.本研究搜集資料的時間為 2020 年 7—8 月，因此研究參與者描述有關疫情的內

容屬於 2020 年 4-8 月期間所發生的經驗。當時台灣的疫情與 2021 年相較之下並未經

歷三級警戒的防疫程度，因此研究所得結果可能會與疫情嚴重後的狀況不盡相同。但

諮商師的經驗及覺察仍對通訊諮商實務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2.本研究參與者年齡懸殊，實務工作年資和通訊諮商經驗亦有落差，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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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的觀點代表年齡與年資分布較大之諮商師，而非集中於某一個特定經驗或族群的

諮商師。 

3.由於本研究參與的諮商師的通訊諮商經驗主要以個別諮商為主，所以其他線上

的團體諮商或督導經驗的資料不夠飽和，在此不列入研究探討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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